台灣原住民族的都市遷移與適應---寫在強制拆除

「高砂國」之後
莊啟文*
本篇論文研究者藉由從事「都市原住民價值觀」研究之經驗，試圖與台灣社會學界之「遷移理論」對話，以重新檢視台灣原住民族的都市遷移與適應，論文中所使用之案例為：「2004年間受到『有心人士』鼓動而形成的『超級大違建』---『高砂國』。是年六月十五日凌晨，高砂國在地方政府的優勢警力下強制拆除，迄今已成荒煙漫草」。研究者企圖從歷史社會學角度與傅科的反記憶概念，來突顯「高砂國」是個「非原住民精英」集體提出的草根性創意。研究者認為這個創意，不僅是對原住民族，它對所有身處台灣社會底層的群體而言，都會是個重要的「社區總體營造」案例---雖然「目前」它還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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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砂國」1的出現，牽涉到一個反歷史記憶2（Geneva Gay,1995:171）的概念，對於漢族所建立的開台歷史而言，漢族政權的確成功的促成此一地區的繁榮進步，然而對於原住民族歷史而言，它帶來的是土地、資源、文化的喪失。換言之，這是一部侵略史。從「高砂國」這個符號及其後高砂國民的相關論述，正表現反歷史對正典歷史的抗議。研究者不願在此陷入二元對立的歷史論戰之中，但願為都市原住民爭取都市保留地再多進一言。多年來除了北、高兩市之外許多地方政府，或者缺乏經費未能在扶助都市原住民就業、住屋上有積極作為，其原住民措施反而是企圖將原住民族侷限於部落生活，不過原住民族的自由遷移意志，卻是表現在「高砂國」的出現---出現在城鄉邊緣地帶一塊具有「公共性」3的台糖土地上。

這裡研究者其實願意這麼說：「因為和都市原住民的淵源，使研究者願意呼籲政府應透過修法使「高砂國」具有合法性，以利都市原住民遷移後的生活適應，而這正是目前行政院版原住民族自治法所忽略的。」這個「淵源」始於研究者的學習：「1998年冬台灣區國語文競賽，那時首度有原住民族語演講，當天國小組僅有五位參賽，由於語文教育政策的長久偏廢，小選手只是硬著頭背乾稿，聽得評審們眉頭深鎖。一直到國中組一位選手的流利演出，才讓評審為之動容，在綜合講評時，一位評審流著淚說起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他們受的教育。做為一個教育研究者，那天才體會到身為他者（others）的滋味，這是研究者的一次文化震撼（shock）。在這之後研究者才自覺到教育工作必須戴著人類學與多元文化眼鏡看待更廣泛的教育情境與脈絡，也才能理解到孫大川在《久久酒一次》當中的書寫心情，而在研究者從此刻意尋求反記憶文獻後，也發現「吳鳳事件」的多元文本。」

二、變臉中的都市原住民

對原住民而言，「吳鳳事件」造成許多傷害，特別是在都市原住民學生，首先孩子在學校受到漢人同學質疑，而這個誤解與污名更隨著孩子長大走入社會，繼續建構漢人對原住民的想法，「吳鳳事件」的平反訴求，引發其後的一連串原民運動，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迄今的「吳鳳事件」大致僅於漢人茶餘飯後的笑話，雖然吳鳳的相關紀念命名也都還在，但至少在研究者與漢人朋友的聚會中，情況已經轉變，雖總是有「不明究裡的人」提出，也會「有人發出異議的提醒」---那個故事是假的，雖然研究者總覺得真假之間仍是有些弔詭。隨著國內政治經濟局勢的發展，當時的原運人物也曾登上政治舞台，參與政府的原民事務。整體而言，似乎原住民的經濟、教育、社會、地位都在提升，更多原住民都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尤其是原住民知識份子，他們或留在部落成立文化工作室保存、延續、創新他們目前所理解的部落文化傳統，也有一群部落精英致力在他們令人欽羨的政府公職，或較高職業如醫生、護士、教師、警察、公務員之上，還有更多原住民遷移到都市成為都市原住民，而一些適應良好的都市原住民精英漸漸在都市落有戶籍，成為類似Karl Mannheim（1936）的free-floating知識份子。

原住民精英在都市與原鄉游移，在漢人面前他們和一般原住民不一樣，他們幾乎是「漢人眼中的原住民」楷模，工作努力，事不拖延，簡直不輸給漢人，值得表揚。在原鄉他們又能和原鄉同胞一般，遇到喝酒場合忘了一切，一樣能喝的酩酊大醉。走筆自此，研究者的書寫角度似乎有點階級的二元分裂了，只是研究者這裡要聲明的是：這個分裂來自研究者對自己碩士論文的批判與反思，為什麼？從社會階層觀點而言，過去的原住民教育研究忽略了今原住民族階層分布的事實，原住民族的階層事實上存在著兩群，一群是隨著政府原住民政策順利向上流動的菁英階層---此一階層之下或者能再分成三亞群：致力傳統文化價值復興的，傾向追求現代價值的，以及在兩邊游移自得的。然而在這個階層之外，台灣原住民族還存在著另一群與「文化變項」較無相關---雖然他們也是原住民文化群體中的重要成員，我們其實清楚，只是不願坦然面對：「這群原住民陷於貧窮底層，『不得不』過一天算一天。」

簡言之，當我們用上層建築（文化）與下層建築（經濟）來分析原住民的現況，我們就不能不正視這樣的現象。教孩子母語；還是教英語，刻苦在孩子教育投資；還是沉醉酒鄉不能振作？這種思考真的就會如同Ogbu（1992）所提的積極性參照架構與消極性參照架構，是個二元對立的選擇嗎（附錄一）？當年Ogbu認為他們的差別在於：前者相信努力就會成功，對他們家族適用，後者雖同意努力就會成功，但對他們家族並不適用，為何如此？我們援引Ogbu理論時是否忽略了一個歷史社會學的角度：我們忽略了殖民歷史的政權轉換並不會對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造成翻天覆地的衝擊，除了突出的民變事件（如霧社事件），家族因而遭到殲滅之外，大部分的精英階層會調整家族思考，以適新的領導政權，在漢人社會如此，在原住民社會也是如此。文崇一分析政治集團結合家族集團以維持家族利益後發現：治亂分裂，其實只在於王朝的統治權上及朝廷族姓的更替，社會實質改變不大，甚至治亂無甚關係，因為親屬關係、知識階層一直是社會動力的來源（1995；10-11），這是個歷史社會學4式的角度，而台灣有的是數不清的殖民記憶與歷史。

日據時期的原住民部落菁英成為保正、警察，他們的下一代成為軍、公、教、醫生、護士、民意代表，迄今他們的再下一代仍然佔有這樣的職業類別，吳天泰、徐玫綺、陳客惠（1995；1998；2003）的研究指出：原住民職業類別過於單一、集中，對其未來開創謀生空間將造成窄化及限制。換言之，或因政府在某些職業類別上特別照顧，或因不熟悉商業邏輯而不參與。原住民因此未積極參與資本主義社會快速累積資本的金融活動，以及選擇以工商業服務為職業，吳、徐、陳等人認為這對原住民的未來發展將會是個危機，特別是來到都市的原住民。許多的部落菁英漸漸離開部落來到都市，散入漢人社區成為都市人的一份子，亦有許多部落中的原住民來到都市從事低階的勞動工作，他們其中的一部份暫無久居打算，心理盤算著先來看看有機會就留下，沒機會就會回去，然而這個機會是資本主義社會所製造出來的，原住民若對資本主義社會不熟悉，那又何來機會呢？在2000年的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裡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原住民人口結構（轉引自詹宜璋，2003），40%的原住民出現在非原住民鄉鎮市區，其中只有32.1%落有戶籍。換言之，有將近三萬人在都市是暫無定所，這些人正是初次來到都市追求絕佳機會的群體，綜上所述，都市原住民的城鄉遷移成了既複雜又不可阻擋的社會現象，它自該是個不能忽視的族群議題。

三、原住民族的城鄉遷移

（一）、遷移理論

謝高橋、張清富（1997）在介紹遷移理論時，認為最早從事遷移理論的人首推英國學者Ravenstein，Ravenstein在1885及1889年分析西方國家的普查資料後提出他的人口遷移七大法則，是為差別遷移理論。玆摘錄謝、張兩人文中所述要點如下：

1. 大量移民是只移動一段短距離其流向是朝向工商業中心

2. 他們遷移之後其鄉村所留下的空隙，會再由更偏遠的移民填補

3. 若考慮長距離的移動，移民們寧願選擇到一個大工商城市。

不過，差別遷移理論的後續經驗研究卻出現岐異，之後的學者們乃漸漸將此遷移理論修正為比較完整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推拉理論強調個人與情境互動後才發生遷移現象，在遷移之前，遷移者對於原居地與目的地有關資訊都相當豐富，換言之，其遷移是基於理性判斷後才行動。謝高橋、張清富認為推拉理論是由Lee（1966）集大成，Lee提出遷移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原居地、目的地、兩地之間干擾以及個人等四個因素而造成。謝高橋、張清富在文章中對此花了頗多篇幅詳述，其中兩地之間干擾因素與個人因素與本文探討企圖相合，因此詳加摘錄：

干擾因素如遷移的實質成本、心理成本或距離，實質成本指的是遷移費用和將來的親友聯繫。心理成本指的是進退失據的感覺：遷移者勢必與親友疏遠而其新的人際關係亦一時難以建立。這種干擾因素往往使遷移者裹足不前，而距離因素又更加強化了前兩個干擾因素（1997；268）。
廖正宏（1985）認為Lee的遷移理論可用三個特徵理解：一是人口遷移的數量，二是主流stream與反流counter stream，最後是探討移民的特徵。他對Lee遷移理論中的個人因素作出簡明描述。廖正宏文中提及：兩地差異越大則遷移量大，而且人口會朝向特定的方向與目的地遷移，其原因是機會集中與「這是前人走過的路」，在論及移民特徵時廖正宏描述更為詳細，玆將其論點相關部分摘錄如下：

1. 社會條件佳者追求遠處的機會，此為目的地正因素遷移。

2. 原居地不利條件而被迫遷移者，是為原居地負因素遷移。

3. 遷移者的特性因此具有二極性，其特性會出現在教育和職業地位上。

4. 生命歷程的重要階段時，會有更高的遷移可能。例如初就業、結婚、離婚。

綜上所述，由於遷移者的心理特質及其移民特徵，往往使得遷移者在面對社會支持系統斷裂及其文化資本不足的窘境上產生適應問題。因此適應問題就成了遷移人口的一項重要課題（謝高橋、張清富，1997）。

（二）原住民的遷移現象與分析

    原住民的遷移並不是集體大量的遷移，它有著人際脈絡的牽引，先是隻身前往，再來是家族友人的引進，漸漸的集居現象（附錄二）出現，就算是散居，他們也會在工作之餘彼此聯繫聚會。不過高砂國是個反例，它提醒我們：在解決居住問題之下，許多原住民族非常熱切想遷移到都市生活，因為這裡有較好的就業、醫療、教育、生活等條件，研究者一直覺得它是個創意，雖然弄得地方政府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最後還是拆了算數，不過研究者認為高砂國易拆難解，因為這個反記憶將透過「高砂國國民」與其親友的小眾傳播而日漸深刻。

1978年李亦園曾發表〈都市中高山族的現代適應〉，早期《中國論壇》亦對原住民奔向都市的現象加以注意，並以〈現代台灣的吉普賽人－都市山胞〉為題加以報導（林金泡，1981）。《思與言》雙月刊（1985）在〈從琉璃珠到違章建築〉專題中，傅仰止、黃美英等學者亦探討都市山胞問題，而後一些學者以推、拉兩類原因分析原住民的遷移現象。傅仰止（1985）論述台灣原住民之遷移現象，即以此觀點綜合各家研究所得提出：

原住民在都市與原鄉之中受著推與拉的兩股力量，原居地的貧困、外婚、服兵役、就學、親友裂痕、逃避社會控制、逃避鄉間生活等因素形成推力，將他們推向都市。但家庭義務、固有土地財產、親人聯繫、新增工作機會、輕鬆友善的生活圈，亦存在著拉力，使其想要留在原鄉。在移居地的工作期望未實現、人際關係不佳、不滿都市生活方式、回鄉成親、覺得受歧視、逃避社會控制等因素則是形成推力，將他們推回原居地。但工作機會多、生活水準高、就醫、就學、為子女教育、羨慕繁華情境、與親人會合又是拉力驅使他們留在移居地。原住民就在這推拉之間不斷移動，然而原居地不敵移居地，其結果是原住民紛紛奔向都市。
四、都市原住民的生活與適應

一張小圓桌（或許只是PE電纜線的大線軸而已），他們就可以超越時空在都市裡回到農業社會的生活。                                    莊啟文（2001）
（一）、遷移與適應

當遷移使人們離開原居地的文化與社會關係，投入一個陌生的人群時，原居地與目的地異質越大，適應將會產生困難，而移動者在新環境的生存更需要團體的參與及認同（謝高橋，1981）。原住民因為種種因素而來到都市謀求較好的發展，但原住民在都市的處境如何？都市原住民在都市中生活並不如意，原住民身處漢人社會，這個異文化的社會對他們並不友善。傅仰止研究發現：在一般漢人對原住民困境的看法，未必隨著跟原住民有所接觸了解而更為同情（傅仰止，1994：77），而女性漢人比男性更不願意跟原住民建立親密關係（傅仰止，1991）。甚至傅仰止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原住民，對原住民困境歸因偏向也以自己不努力之內在個人歸因，且原住民若與漢人接觸機會較多，則族群意識降低，並傾向採取責備的立場，來看一般原住民的社經困境（傅仰止，1994：78），其後傅仰止（2000：7-9）在其〈都市原住民的生活適應〉一文仍持這樣的結論。都市原住民的兒童在學校面臨的是：教過原住民的教師比沒教過的教師，並沒有因師生關係的族群接觸，而對原住民學生持更正面的看法，教師反而更不認為原住民是聰明的（陳麗華等，1997：175）。

詹宜璋（2000；95）指出1960年中期至1980年之間，原本原鄉地區之經濟社會狀況與大社會間維持穩定差距，但近年來兩者發展落差是日益深化，呈現出「絕對的進步，相對的退步。」黃美英（1994；206）亦發現近二、三十年台灣社會快速發展，原住民的社經狀況雖有所提昇，但相對於整個大社會的快速發展，原住民在教育、職業上的地位反而更加落後。紀俊傑、王俊秀（1999）更進一步指出，透過強勢族群內部殖民政策的壓迫，原住民的生活狀況已陷於整個台灣社會的最底層，雖然他們多已被納入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但他們未能擁有在此一經濟體系下佔一席之地所必備的教育水準、技術、資金或其他利益。詹宜璋運用的是2000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十年一次）資料分析原住民各類人口群潛在福利需求探討中，詹宜璋發現原住民族三高為：依賴人口比例高、失業率高、酗酒人口高、三低為：低教育、低所得、低壽命，以及三少：福利資源少、醫療資源少、就業機會少。

（二）、價值觀的諸多調整

謝高橋（1991）曾對台灣原住民遷移都市後進行研究，其在專論<遷移後的適應>中提及：移民者尤其是跨越種族文化界限者，若欲能被所移入之客居社會認可與接受，則須接受並內化當地的價值、文化，以便能表現出良好的預期行為。

在他認為都市原住民進行的是長距離的城鄉移動，又是跨越種族文化界限的移動，因此可以預期都市原住民要比一般城鄉移民有較大的困擾。其論文中亦初步探討了都市原住民的價值取向，探討角度有四：1.人與環境應維持什麼關係2.比較有意義的人生是什麼3.比較願意做哪一種人4.哪一種對個人的生活比較重要。這促使我對原住民價值觀的研究，當時我刻意挑選了四個在都市適應良好的排灣族家庭，探討家長對孩子教育價值觀與教育期望，研究中發現：

來自傳統的家族教育價值觀，才是原住民家長教育價值觀的主體。其對教育價值的經驗、感受，影響其後的教育決定，無論是從家庭生活經驗、參與教會活動、學校生活經驗來看，只有原住民自小在其中透過主體的被尊重，從而建立他成長後的自信，他才得以掙脫原住民污名化的桎梏。只有當都市原住民決定以傳統教育價值觀為其個人教育價值觀的主體時，都市原住民家長才得以連接都市與部落之間，因文化的落差產生的不能連接處，順利成為一個成功的家長。透過此一堅持與持續的反省、學習，他們去形成其日漸穩定、一貫的教育信念，這樣的價值觀其實是和他的生命，以及他孩子的生命經驗緊密的結合，這正是研究中採取生命史研究之意義所在（莊啟文，2001）。
對於傳統這樣的堅持，會不會造成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就這個研究而言---其實不會。都市原住民的價值觀主體雖然在此，然其「用」的部分卻是揉和漢人社會價值、學校教育價值、教會價值等，換言之，這是一種為其所「用」的調整。當時的論點為：

這些傳統價值反而更使他們適應都市生活，尤其在對抗工業社會裡源自生產過剩、投機、壟斷與宣傳的無止境消費生活，許許多多的原住民來到都市，的確被物質化而顯得功利而拜金，這真的讓人不忍卒睹。報導人之一的kasiu也曾經經過類似這樣的階段，但是他隨即能調整過來。

（890726-w13）

kasiu：鄉下到都市會很好奇，會物質化，前一陣子我也是，後來自己覺得需要就好，不要去迷信名牌。以前會花一千塊去買件衣服，後來想一千塊可以買3、4件衣服就改過來了。
  當他發覺自己迷惑時，浮起心中的是來自家訓的想法，這就是他秉持的價值觀在運作，而這來自父母親身示範的傳統教育價值觀。（890726-w9）                                             莊啟文（2001）
    這樣的修正過程是來自對自己族群價值觀的認同，Banks（1994；54）認為認同是一社會心理歷程，包含了同化及價值、標準、期望或社會角色，內化入行為及自我概念中。當個體發展了對特定團體的認同時，它即在內化，它是一發展的、動態的、複雜的、及前進的過程。他也認為少數族群如果為了棲身社會結構中，而去否定其族群、文化、家族遺產、歸屬感，最後終致會否定自我（Banks，1994；55）。

（三）、跨文化能力

透過這麼一個修正的過程，原住民下一代其實具有珍貴的跨文化能力，我們以都市原住民擁有跨文化能力的角度，來詮釋何以這些都市原住民能兼顧其都市生活適應及堅持原住民文化傳承時，的確豁然開朗，如同周德禎（1999：248）所言「那是站在對別的文化有所了解的基礎上，從別的文化觀念，客觀的看待自己的行為，批判性的檢討自己文化制度設計的優劣，便能反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改進自己的文化。滿足人類需要和維持個人尊嚴的方法有很多種，這是從其固有觀念和角度解放的經驗。」適應良好的都市原住民是他們認同自己族群亦接受漢文化優點，他們追尋傳統文化價值收穫良多，又在漢人社會中努力學習，這跨文化能力將使個體具備在不同文化中來去自如的能力，異文化無法震撼他們使他們適應困難，而透過尊重他人文化，並學習他人文化優點，將使自身文化更能創新發展。

當時研究者進一步預測將來適應良好的都市原住民，將是扮演原鄉重建的重要角色，而在都市他們也將更能發揮其所長，讓原住民更向上提昇。然而這個研究存在著一個盲點，當初挑選適應良好的排灣族家庭，適應良好是個表現型，而我僅是從價值文化角度去做分析，雖然教育價值觀研究用這個角度有其合理之處，但是我忽略了他們的職業背景，四個排灣族家庭，有三家家長是聯結車司機，一家是擁有大專學歷。換言之，他們都曾積極投入主流社會的證照學歷制度中，以換取將來穩定工作的憑證，這些憑證不是今天無國民身分的外勞所能取得的。研究者後來發現對於教育訓練的投入，他其實需要一種價值觀，那是未來取向的時間觀，而因此時間觀而表現出的行為是積極的參與主流經濟體系，而不是靠打零工式的領取工資。研究者認為這一個重要的職業社會化過程是當時碩士論文所未能觸及的，而這在陳秉璋、陳信木（1990：304）的《價值社會學》專論中，它才是影響或決定個人價值觀最被強調的因素與過程。

五、公有土地釋出與弱勢族群之社區總體營造
寫在「高砂國」難逃被拆命運的兩年之後，讓這篇論文顯得有些自我解嘲，研究者觀察當時高砂國前後近兩個月的報導發展（附錄三），原住民族原先所訴求的「高砂國」、「國與國關係」，只被定位為「天方夜譚」---是個荒謬的事。回首西方殖民擴張之下，文明國家對原住民族的殖民史，美國政府前前後後與原住民族簽下三百七十個「國對國」的條約（陳佩周，1999）。毛利酋長亦與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簽署瓦塔奇條約（黃麗蓉，1998），5不過國與國關係須有明確的土地主權劃分，從漢/原的殖民/被殖民關係而論，將來原住民與政府之間爭議會出現在土地問題上。6另外「高砂國」佔的是台糖農地，這倒提醒我們一個事實：近年來政府以振興經濟之名，將公有土地資源釋出，協助資本家降低營運成本，其土地資源之利益輸出並未澤及弱勢族群，這尤以原住民族群為最。

「高砂國」問題關鍵在於：須釐清國家土地權與原住民的關係，而在此同時亦應去辨明台糖土地與國家資產的關係。台糖土地具有無可迴避的公共性，無論將來屬於國有財產或是國營事業之公司土地，都應為社會公共利益角色。從差別正義原則來看，研究者認為受原鄉破落經濟推出以及都市勞動力需求吸引而來的都市原住民，自是此一公共利益輸出的合理對象。台糖在1952年後爭取外匯的戰略角色，迄今早已遠颺。近年來台糖土地深受利益集團覬覦而不斷加速釋出。我們發現政府一方面擴大解釋法令，協助廠商低價取得台糖土地，名之為促進地方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一方面卻宥於既有法令，不肯積極作為，釋放土地利益給其他利益團體，例如：為弱勢族群推出更無爭議的住宅方案。從土地經濟學角度分析：國有土地的利用倫理必須區分highest use及best use。highest use指的是最大的經濟報酬，但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使用---best use（韓乾，1996）。為使貧窮弱勢族群得有立足之地，應由政府代承租台糖土地，用以供給所有低收入勞工建購住宅，由於申購戶不具土地所有權，且僅供給低收入戶，其在市場上有所區隔，其他建商自無理由抗議。更因為其適用對象不僅限於目前徘徊於「高砂國」的原住民，7其立足基礎亦合乎「公平正義原則的國土資源重分配」。

六、結語

國與國關係須有明確的土地主權劃分，美國、紐西蘭這些國家地廣人稀，在其國土上劃定保留區，自是影響有限。相對於地狹人稠的台灣地區，要在現有的國土規劃下劃定保留區其情況乃顯得複雜，若再論及在都市邊緣地帶劃定保留區給都市原住民使用，其政經情勢乃更加嚴峻，這也是主流媒體在「高砂國」前後近一個多月的報導中，其立場是質疑、負面、責備多於理解、同情、支持。然而研究者認為此一問題關鍵在於：須釐清國家土地權與原住民的關係，而在此同時亦應去辨明台糖土地與國家資產的關係。簡言之，這其中牽涉的是國土規劃以及國家對土地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的權力行使。「高砂國」事件的癥結在於原住民族爭取土地權，而爭取土地權的嚴肅意義在於：它又牽涉到原住民族生存權的問題。整個「高砂國」事件中，被媒體封為「高砂國」國王的蘇榮宗，其實只是導火線，至於他是否犯法，包括盜採砂石，都並非高砂國事件核心所在，然而目前主流媒體8的討論仍侷限於蘇榮宗一人行為之上。
過去的原住民政策試圖以多元文化減緩、糾正族群偏見及歧視，再以文化相對論延續原住民文化生機，然而我們其實深知其中有個經濟因素在作祟，這個因素涉及財產重新分配因此顯得複雜而不可行。然而研究者認為「高砂國」的創意，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北高兩市之外的台灣其他鄉鎮地區，因有殖民歷史不當積聚的台糖土地，反而得以將此一土地資源釋出，使其公共利益得以分配至最弱勢的族群，協助他們脫離貧窮。」當最讓弱勢族群頭痛的居住問題得以解決，弱勢族群就會有更多可用資金，尋求他們的就業、就學之夢。研究者認為這個「自我的增權賦能」値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所有關心弱勢族群的社會運動團體或個人再去努力。對於一個持續想要走出殖民歷史的國家，這也是他對人民無可迴避的責任與義務。

參考書目

文崇一（1995）。歷史社會學-從歷史中尋找模式。台北：三民。

王幸慧等譯（1997）。Straw S. K. P.＆ McCrone D. （Eds.）。解釋過去；了解未來。台北：麥田。

江樹生（1992）。鄭成功和荷蘭人在台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台北：漢聲。

江樹生譯註（2003）。Meijensteen, P. D. M.（1662）原著。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台北：漢聲。
林本炫（1991）。國有土地問題之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業強。
原住民新聞雜誌（2004）議題2004/05/01、2004/05/15、2004/05/22、2004/05/29，取自公共電視網站。

呂錦淑（1998）。台灣糖業百年發展與變遷的政治經濟分析。中正大學政研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李亦園（1982）。都市中高山族的現代化適應。載於李亦園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文化。台北：聯經。

吳天泰（民84年）。 中華民國原住民教師學生族籍調查報告， 教育部委託調查報告。
紀駿傑、王俊秀（1999）。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山海文化雙月刊，2（20）。

周德禎（1999）。教育人類學導論—文化觀點。台北：五南。

孫大川（1991）。久久酒一次。台北：張老師文化。

許木柱（1985）。從琉璃珠到違章建築-台灣土著族群的傳統文化與現代適應。思與言，23（2），1-8。

徐玫綺（1998）。弱勢族群與學校教育-長庚護專的原住民少女，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光興等 (1994) 。Braham, Peter著。媒體如何報導種族。載於Michael Gurevitch et al. （Eds.）。文化，社會與媒體。台北：遠流。

陳克惠（2003）。從社區現象談原住民教育成就--以曙光社區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佩周（1999）。變臉中的「印地安」人。台北：麥田。

陳秉璋、陳信木（1980）。價值社會學。台北：桂冠。

陳麗華等（1997）。國小教師對原住民的認知印象及對都市原住民學童的接納態度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28），159-186。

莊啟文（2001）。都市原住民家長教育價值觀與教育期望之研究：以四個排灣族家庭為例。教育部獎勵原住民民族文化研究著作得獎著作發表會，台北：政治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

湯錦台（2001）。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貓頭鷹

趙素貞（2002）。高雄都市原住民社區參與和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廖正宏（1977）。台灣農村勞動力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28），151-191。

詹宜璋（2000）。原住民各類人口群潛在福利需求之探討--2000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分析。社會發展研究學刊，（5），93-113。

黃美英（1985）。都市山胞與都市人類學—台灣土著族群都市移民的初步探討，思與言，23（2）。

黃舒衛（2000）。臺糖土地釋出之政治經濟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黃麗容（民87）。紐西蘭毛利語教育之研究-以小學「完全浸滲式」毛利語教學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傅仰止（1985）。都市山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思與言，23（2）。

傅仰止（1994）。台灣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觀點與原住民觀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35-87。

傅仰止（2000）。都市原住民的生活適應。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6），7-9。

韓  乾（1996）。「從台糖土地利用看國營事業土地管理問題」公聽會中發言。空間雜誌，（86），90-99。

譚光鼎（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53，台北：五南。

謝高橋（1981）。台灣山胞遷移都市後是影問題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考會。

謝高橋（1991）。都市人口遷移與社會適應。台北：巨流。

謝高橋、張清富（1997）。城鄉連結---遷移人口的特性與適應。載於章英華、蔡勇美（主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

Banks,J.A.(1994).Mu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3rd ed.)Allyn and Bacon,M.A.

Donald F. Bouchard（1980）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Cornll University.
Geneva, Gay (1995). Mirror Images on Common Issues: Parallels Betwee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Critical Pedagogy. In C.E. Sleeter & P.L. McLaren (E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p.155-189).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 Y. Press.    

Mannheim, Karl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Ogbu, J.U.(1992). Adaptation to Minority Status and Impact on School Success. In Theory Into Practice. (pp.287-294). Volume XXXI, Number 4, Autumn 1992.

Tilly, C. (1990). Future history . In Kendrick S. Straw P.＆McCrone D.( Eds.), Interpreting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pp.9-19). London: Macmillan.
附錄一：移民性少數民族與受壓制少數民族
	    族群類別   

文化模式
	移民性少數民族
	受壓制少數民族

	參照架構
	積極性參照架構

態度樂觀
	消極性參照架構

態度悲觀

	族群理論
	社會歧視是暫時的，應以教育改善個人社經地位。
	社會歧視是長期而制度化的壓制，受教育也不能改變。

	生存策略
	涵化而不同化
	消極順應或集體抗爭，不重視教育。

	社會認同
	認同並保存本族文化，但不排斥主流文化。
	認同並保存本族文化，但排斥主流文化。

	與強勢族群之關係
	認同強勢族群，信任社會制度與學校教育。
	與強勢族群對立，不信任社會制度與學校教育。


資料來源  譚光鼎,1998;p78.
附錄二：都市原住民集居地
	縣市
	鄉鎮
	社區
	人口
	居住方式
	形成年代

	基隆市
	中正區
	八尺門
	2281
	違建

貸款購屋
	57-62年

70年

	台北縣
	汐止鎮

土城鄉

瑞芳鎮

樹林鎮

新店市

新莊市


	三光社區

頂埔社區

建基煤礦

圳安里社區

西川里社區

小碧潭

秀朗橋
	143戶

40戶

60戶

53戶

40戶

20戶

15戶
	貸款興建

貸款購屋

工寮

貸款購屋

貸款購屋

貸款購屋

違建

違建
	67-69年

60年

55年

65年

	桃園縣
	大溪鎮

八德市
	瑞祥新村

儲蓄新村

僑愛新村

仁和新村

南興里新村

復興新城
	均有30-50戶
	貸款購屋佔多數
	

	高雄市
	前鎮區

小港區
	明正里

草衙里

明孝里

德昌里

二苓

港墘
	全區共392戶1911人

共150戶698人
	租公寓

租公寓

租公寓
	60年

70年

	屏東縣
	屏東市

潮州鎮

內埔鄉
	
	合計約150戶以上
	自租住
	70年

	高雄縣
	大寮鄉
	高砂國
	270戶300餘人
	違建
	92年4月


資料來源  除高砂國為作者自加外，表格轉引自趙素貞（2002，p49）《高雄都市原住民社區參與和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其原始資料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0）統計。
附錄三：高砂國報導大事記

	標題
	主要論點
	報導媒體

	就事論事--超級大違建
	一年前台糖出租六公頃土地給民眾種蔬果…即使地主是台糖，縣府應了解進駐原因以及原住民住戶是否知悉其權利、義務、法定地位。台糖不能坐收租金無視承租人瞎搞。
	中時2004.04.22.c5

	原民建國備汽油彈抗爭
	三百戶掛「高砂國」招牌，警指控盜採砂石。融合十二族，種菜維生。不繳房租開銷較小，盼政府接管自治區。高砂國欲申請入聯合國。扁「國中有國」被批空談，原住民佔地為求生存。
	蘋果2004.05.05.a2

	高沙國佔地建國，檢察官喊拆。
	高雄地檢署會勘確認竊佔台糖農地，高砂國總監蘇榮宗表示：「因中華民國派來的是檢察官，層級太低，不知如何接待，於是讓他自行參觀…若扁政府來拆就打國際官司。」
	中時2004.05.08.c5

	就事論事—天方夜譚
	當地鄰近大發工業區謀生容易，沒有工作時也可以種植農作物。但法治的國家什麼事都要依法有據，在大寮鄉中「鄉中有國」，高雄縣政府不知如何自處！原住民生活確實需要照顧，但總要有個立論基礎，有個可行方案，而不是獨斷獨行。
	中時2004.05.08.c3

	520搬遷期限已屆，強制拆除高砂國箭在弦上。
	四位原住民議員提出緩拆等訴求都遭台糖及縣府回絕，但同意對高雄縣籍原住民給予適當補助。被提報流氓蘇榮宗行蹤成謎，記者電訪蘇表示：「天大的笑話」。另茂林鄉代表陳雅苓邀請高砂國到該鄉建國。
	中時2004.05.21.c5

	高砂國違建今強制拆除
	警方完成補強事證，將以優勢警力排除抗爭，徹底解決問題，高砂國總監蘇榮宗於六日被捕，偵訊後被依侵占、竊盜、恐嚇、詐欺偵辦。
	中時2004.06.15.c3

	高砂國300餘違建一夕夷平
	高縣優勢警力拂曉拆屋，國中國易拆難收尾，難保沒有第二個、第三個高砂國，住戶擬安置蚵仔寮漁宅。
	聯合2004.06.16.a5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e-mail：� HYPERLINK "mailto:jkv@ms38.hinet.net" ��jkv@ms38.hinet.net� 研究領域：歷史社會學、新文化史、口述歷史。作者在此感謝評論人簡文敏教授對這篇論文未竟之處的提醒，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之鼓勵。


1根據湯錦台（2001：61-65）的說法，高砂國其來有自：「在豐臣秀吉繼掌織田信長之後，為了鞏固其在九州權力並與西洋人接觸，1593年豐臣秀吉派遣原田孫七郎前往菲律賓，命令西班牙總督進貢，並在途經台灣（當時日稱高砂）時下令「高砂國王」納貢，歷史上這是日本與台灣的初次接觸。其後1609年德川家康亦下令有馬晴信「招諭」台灣，對日本進貢。當時有馬晴信先到澎湖抓了幾個漁民將他們剃了頭髮，假裝為日本人押在基隆作人質，再以此要求與當地人結盟，順利帶回幾個「土人」交給德川家康。然而德川家康發現從這些人根本身上得不到什麼東西，於是將其放回台灣。」至於「高砂國」何以在今天的大寮平原出現？這裡請容研究者交代其來龍去脈：「高砂國」位於台88線快速道路大發交流道下，自台88線開通之後，當地儼然成為潮州、萬丹等地過高屏溪之第一交通樞紐，自交流道下即是接通林園工業區乃至加工出口區。從台灣東部過南迴公路及恆春半島抵達高雄的城鄉遷移路線來看，這裡鄰近大發工業區，就業機會較多，消費水準亦較高雄市為低，正是城鄉差別遷移理論中的最適遷移目的地。再從大寮平原開發來看，其下林園鄉境內，其上大寮鄉北端均已為漢人開發殆盡，僅剩這一片原為「種植甘蔗」的平原，既為「種植甘蔗」自是台糖土地，台糖曾經因種植甘蔗為國家賺取外匯，因此必須擁有大片土地。但是，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這樣的戰略角色，台糖早已不必扮演，本文認為台糖公司應扮演維護「公有土地公共性」之角色。


2研究者認為反記憶此一概念，使殖民史的閱讀帶有後殖民的積極意義。反記憶此一名詞出自Donald F. Bouchard（1980）所編輯的一本傅科論文集，書名為《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由Cornll大學出版，Donald F. Bouchard在這本論文集的序中提到：我們對反記憶的理解是源自傅科對作者本質的再考慮（evolves in a practical fashion from Foucault’s re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author,…）由此研究者採用反記憶的目的在於：建構一種反記憶，能將歷史作一全然不同時間型態的轉化（constructs a counter-memory---a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y into a totally different form of time…）。


3 有關國有土地公共性的討論，如同林本炫、呂錦淑、黃舒衛等人（1996；1998；2000）所質疑的：應對90年代後國家對台糖土地釋出模式加以檢視，以重建台糖土地的公共價值或公共性。尤其林本炫、黃舒衛（1996，2000）均認為應超越現行法律解釋的局限性，還原台糖土地的所有權問題，以確立其公共性質。參見民眾部門對於台糖土地利益參與的被排除在外，其問題在於台糖土地的歸宿並不依社會公平正義而行，而只以政治權力為分配依歸。回首1980年代後期政府曾經以龐大資源規劃、介入、扶植產業發展，今日民間資本雄厚，政府乃改變角色從事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然而我們發現政府一方面在協助廠商低價取得台糖釋出土地，以降低營運成本的做法上扮演積極角色，擴大解釋法令，名之為促進地方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一方面卻宥於既有法令，不能積極作為，吝於釋放土地利益給其他利益團體，例如弱勢族群之「更無爭議」的住宅方案推出。


4社會科學研究援引歷史角度何以重要？Pred（1985：8）曾經宣稱「人類不可能在他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與地點，人類只能在既存脈絡中，直接面對社會與空間的結構。」，Tilly（1990:16）對此的理解是：過去的社會關係及其殘餘，不管是物質的意識型態的或其他，都會對現今的社會關係產生約束，而現今社會關係的殘餘，也一樣會影響到下一個時期，任何現存結構所站立的位置，在理論上都有其他的選擇可能，而他的存在又會影響到這些選擇可不可能實現。換言之社會的演變過程是取決於路徑的（path dependent），Tilly認為這就是歷史何以重要的原因。


5黃麗蓉（1998）認為此條約內容頗富爭議性，爭議焦點有二：是讓渡所有主權或只讓渡土地權？再者英國王室只行使與酋長相同的權利，或擁有王室佔領權？條約分成英語版以及毛利語版，當時雙方訂定條約，想法大致如下：（1）需要成立統一的政府，俾使雙方貿易無礙。（2）需要有成文法律來解決彼此的紛爭。（3）需要有毛利人土地轉售法，以維護白人利益。（4）毛利部族唯恐法國的殖民勢力，延伸故尋求英國王室的保護。然而訂定條約之後，白人與毛利人之間仍是土地糾紛迭起，六年後英國改採同化政策，不再保障毛利部落的自治權，1860起年毛利人與英國持續七年的戰爭，最後，戰敗的毛利人割讓三百萬英畝的土地；並且承受更強化的殖民政策，1871年殖民政府決定所有毛利社區學校只准以英語教學，毛利人的語言文化從此走向滅絕之路（黃麗蓉，1998）。其後毛利人透過不斷的抗爭、援引瓦塔其條約精神施壓，最後促使紐西蘭政府在1989之後，承認毛利語為官方語言。這期間毛利人設置語言巢（Te kohanga reo），實踐其毛利語浸潤式教學的理念，自此毛利語乃得以復興。


61635年時值荷人入據台灣後的十年，荷人開始以台灣之領主自居，其時東印度公司人員以武力制服麻豆社，片面訂定投降條文，逼使麻豆社代表打手印簽約，據以取得土地所有權和人民統治權（江樹生，1992：80）。既然條約片面擬定，也就無對等關係。換言之，此時高砂國始有國王，然此一國王既未受萬民擁戴而登基，其領有國政基礎亦不過是「自產自銷」的商業殖民邏輯。1662年國姓爺取代荷蘭人建立政權，研究者對照國姓爺與荷人互定締和條約內容（江樹生譯，1992）發現，其中未言政府與原住民關係，僅提及「....所有其他物品，凡屬公司的都要交給國姓爺。」換言之，這一路發展下來，原住民與外來政權之關係從不對等的國與國關係，降至政府對從屬團體（subaltern）的統治，這和美國、澳洲政府與原住民關係大相逕庭。江樹生於2003年譯注《梅氏日記》，其日記（頁39）亦中提及：「1661年5月5日…我們看見國姓爺帳幕前面的外邊有十六個重要的原住民列成兩行，身上穿著用各色絲線和黃金刺繡的官袍…。在我們的時代他們是新港、蕭壠、麻豆、哆囉嘓和目加溜灣各社的長老。」江樹生考察台灣原住民文化生活變遷認為：台灣原住民在荷據時期發生空前的大變化，荷蘭人以殖民統治者的身分認命新的長老，集權於熱蘭遮城，派令牧師、政務員使各社被迫來往、遷居、開放獵場，使原住民頓失生活依據。又推行瞨社、瞨港，並驅使被征服的原住民再去攻打其他原住民。這樣程度的開發/侵略行為，在其後繼承的國姓爺政權乃是更加全面而劇烈，明鄭抵台之初，六月即因缺糧派大軍南北屯墾，這種開發幅度勢必對原住民原有土地資源有所衝擊，我們在熱蘭遮城日記裡即可明顯看出，國姓爺五月登台，九月即和原住民激烈衝突。熱蘭遮城日記記載：「九月三日大肚番打敗鄭軍，三千軍士僅兩百人回。」（江樹生，2003：64）時至今日原住民與國有土地的爭議，類似「高砂國」的爭議—其實並非個案，由於退輔會、林務局、台糖公司的土地取得，都在殖民政權轉移承接的歷史脈絡中，因此這些單位與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原住民）素來多有土地爭議。兩年前，花蓮東華大學附近的，巴黎亞荖的阿美族人發動還我傳統領域土地運動，以回歸祖居地作為訴求，自行圈地造屋，土地管理單位退輔會花蓮農場對此的態度是：「勸導並且設立告示牌，要求原住民撤離，以免移送法辦。」目前巴黎亞荖的族人爭取多年的傳統領域土地，由於目前缺乏法源的依據，他們只好同意先採用承租的模式，來使用這個傳統領域的土地。因此為了防範原住民對於傳統領域土地的期待變成落空，原住民立委廖國棟建議行政院原民會能夠編列預算，多向退輔會、台糖公司跟林務局承租土地，提供給各地的原住民部落來使用（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2004.05.29）。目前居住在花蓮監獄周邊土地的噶馹佤後代五百多人，亦宣示其噶馹佤土地的主權，其訴求是：「台糖現在使用的土地，是過去噶馹佤族人的傳統領域（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2004.05.22）」。都蘭部落亦認為目前退輔會閑置的近二十公頃土地是其傳統領域，然而此地牽涉到林務局及退輔會兩個單位（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2004.05.29）。再從原民會第一期傳統領域調查結果來看，已經完成兩百多個部落的調查，現正邁入第二期調查，可是到現在並沒有哪個部落因此得以使用傳統領域的土地（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2004.05.29）。


7 根據研究者觀察自從台糖公司以鐵皮圍籬將高砂國基地圍起之後，徘徊於高砂國的原住民族已然離去。


8正如Peter Braham（陳光興等譯，1988/1994）分析媒體如何報導種族時所提到的現象，媒體會集中力量於緊張狀態的表現，而非社會結構及資源分配。例如：居住、教育、就業這些主題，然而反對這些批評的人也回應：媒體人員並不等於是偏愛社會理論的媒體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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